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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与福田外交

井上正也（成蹊大学）

本报告旨在利用新史料来重新探讨 1978年 8月签订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以下略称“日中条约”）的缔约谈判。关于日中条约，先行研究将关注焦点主

要集中于日中两国围绕反霸权条款（包括第三国条款）的谈判过程。关于中国

为什么改变在反霸权条款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而转为推进缔约的原因，一般归结

为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 1977年 7月邓小平政治地位的恢

复。但是，由于史料的限制，对当时福田赳夫政权在考虑其它外交谈判以及国

内政局的同时，是如何考虑日中条约谈判问题的，却很少论及。为什么在中国

方面改变态度后，到日中条约缔结还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前的先行研究并

没有给我们明确的回答。

本报告主要着眼于福田赳夫政权推进日中条约谈判时所重视的以下两点，

以图在日本政治外交史的脉络中重新梳理日中条约的缔约谈判。

第一，日苏谈判与日中谈判间的平衡问题。正如福田任命鸠山一郎原首相的长男鸠山威一郎为外相时所表

明的，他很重视对苏关系的发展。因此，日中条约谈判也是在考虑日苏渔业谈判的进展情况下被推进的。福田

的外交理念是将日本的外交基础扩大到共产圈的所谓“全方位和平外交”，外务省摸索的是与苏联以及与中国关

系可以齐头并进的外交局面，这与福田的理念基本吻合。本报告利用新公开的外务省档案，阐明了福田首相与

外务省干部在推进对中国谈判之际是如何考虑苏联因素的。

第二，国内政治（政局）与外交的相互关联性问题。福田政权在日中条约谈判过程中考虑最多的是自民党

内的动向。由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实现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对福田来说，那是一种苦涩的记忆。福田虽然在开

辟了日中关系的新道路这点上赞成邦交正常化，但同时也认为那是没有取得党内共识的拙劣外交，由此引起自

民党内的对立更加深刻。本报告发现，与 1972年的日中谈判形成鲜明对比，福田非常重视自民党内一致意见的

形成，对推进条约的文本谈判时非常慎重。同时，本报告还着眼于福田首相的领导力问题，阐明福田是如何抑

制条约积极派的园田直外相擅自主张，并在取得国内共识的基础之上才推进日中条约缔结的。

本报告除了利用了先行研究所使用的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和会谈记录，还利用了实行情报公开法后而解密的

外务省档案以及坊秀男日记等私人文件，来阐明福田政权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战略。

中朝关系的新起点：劳动党八月事件及其结果―基于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的研究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

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是中朝关系在当代历史上的起点。但与人们通常理解的不同，实际上，中朝关系在

朝鲜战争期间十分紧张。战后一段时间，尽管中国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但双方关系依然异常冷淡。这

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56年。

1956年朝鲜劳动党内部斗争激化，发生了金日成镇压反对派的八月事件。中国一开始置身事外，直到大量

反对派干部（以延安派为主）逃亡中国，才引发了毛泽东的震怒。中共和苏共一起采取了干涉朝鲜劳动党内部

事务、迫使金日成承认错误的方针。中苏最初的立场是帮助金日成改正错误，消除因此而引发的朝鲜劳动党内

部危机，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阵脚。

金日成阳奉阴违的态度令毛泽东十分不满，1956年底，中共有意采取强硬措施，像苏联解决匈牙利危机一

样处理朝鲜问题，并为此征求苏共的意见。由于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再加上金日成趁苏联和中国忙于处理波

匈事件之机，再次对党内进行清洗，反对派干部全部被铲除，中国已无法直接干预朝鲜事务。1957年春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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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始转变对朝鲜的方针。一方面批判在对外工作中“大

国主义的思想和做法”，一方面加大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57年 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与金日成见面，主动承认

中国干预朝鲜内政的错误，并提出让驻朝志愿军 40万人

全部撤退回国，又派彭德怀去当面向金日成道歉。

1958年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对金日成在朝鲜的

实现绝对独裁的统治予以承认和支持， 金日成则在朝鲜开

始全面学习中国，从而开启了中朝关系的新篇章。此后直

到毛泽东去世，中朝关系的确显示出一种特殊性，即在社

会主义阵营内，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古代中央“上国”与周

边“藩属”之间的宗藩关系，或可称之为蒙着革命色彩的

最后的“天朝”。

第一部评论

下斗米伸夫（法政大学）

期待已久的畏友沈志华的大作《最后的“天朝”》完稿，并已由朱建荣译成日语出版（岩波书店），笔者对

此感到不胜欣喜。

此书尤其值得圈点之处，是它就 1956年震惊中朝乃至莫斯科的朝鮮劳动党八月事件，给出了全新解释，堪

称新的标准解读。其原因在于，沈著对毛泽东策划扳倒金日成这一通俗说法，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机密史料加以

反驳、纠正。仅史料一端，已令人耳目一新。这诚可谓沈氏孜孜求索国内外档案的辛劳成果。

自 1956年 8～ 9月该事件发生，至 1958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其间的中朝关系，同样也是开始于

1950年 2月的中苏同盟关系的危机。从地理位置上看，北朝鲜处于中苏两国之间，其政治危机乃是关系到中苏

安全保障与意识形态的问题。纵非如此，等级关系与危机管理本就是同盟的关键之处。

1945年 8月日苏战争爆发，苏联红军 25军原定在朝鲜与日军正面交锋，未料战争结束早于预想，苏联占

领了三十八度线以北地区，亟需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其时在莫斯科负责应付占领地事务的斯蒂科夫大将（大使，

日丹诺夫之婿）等人创设了执政党，即劳动党。日语翻译科维仁科（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выженко，于东京

任职后，就任苏共日本科长）等所在的第七科又将驻哈巴罗夫斯克苏军翻译金日成（金圣树）推为新的领导人。

在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先后领导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等同盟国对策事务实质上由日丹诺夫、米高扬

负责，1957年起则由安德罗波夫接管。20世纪 40年代末，有关中苏是否承认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虽有争议，但

直到毛泽东、金日成出席 1957年 11月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为止，中苏在亚洲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是，苏

联负责战略问题，亚洲战术指导部则设在北京。对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也包括在内。

中苏、中朝关系亦在这一框架之中。以笔者拙见，1955年乃是亚洲冷战的重要转折点。同年 4月末，金日

成以南下统一之方针，携将北朝鲜作为“社会主义根据地”的劳动党新纲领案，秘密访问莫斯科。然而持和平

共存论的苏联非但否定了该提案，更批判金搞“个人崇拜”，要求朝鲜比照苏联的集团领导，划分党与政府的

权限。金一面回应称未来将推举崔庸健为首相，一面却在 12月借文艺政策，批判掌控党内组织的亲苏派，鼓吹

“我们式”主体思想。对此，亲中派亦表支持。

1956年，崔出席了苏联共产党大会，之后勃列日涅夫亦出席了第三次劳动党大会。然而，至八月事件发生

为止，亲中派党员开始批判金日成“个人崇拜”，在推翻金的谋划中发挥核心作用。如此看来，亲中派党员是在

知会苏联大使馆后开始行动的，与中国的意向并无关系。

另一方面，结合 1955年末苏联的动向来看，便可知苏联对这一行动未必持欢迎态度。前文曾提及的科维仁

科与米高扬、彭德怀同入平壤（亦因如此，他当时并未触及日苏和平条约交涉），在他看来金日成的党内权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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